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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 2007—2013 年全国税收统计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税收任务对企

业社保遵从的影响及机制。基准分析结果表明，税收任务对企业社保遵从具有负向影响，且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

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税收任务导致的企业策略性降低社保遵从主要表现在非

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重点税源企业，反映了社保费征管部门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征管强度；另一方面，降

低税务任务的完成难度和采取税务全责的社保费征收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税费替代的跷跷板效应。机制分析

结果表明，过高的税收任务增加了企业税负，企业为了缓解税负增加带来的现金流压力，策略性地选择降低社保

遵从，表现为税费替代的跷跷板效应。本文的研究为客观评价税收任务与企业社保遵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证据，即应该高度重视过重的税收任务对企业税费征缴造成的微观影响，优化税收任务的制定流程与强度设置，

提高税务部门在社保费征管上的主体责任意识，从而进一步缓解企业税费替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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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以企业为缴费主体的现行社保费征收体制下，企业社保遵从长期不足，导致社保基金不能

足额入库，直接影响了社保基金的运行安全。全国税收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07—2013年，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实际费率平均仅为 5. 3%，远低于同期法定养老保险费率。为此，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决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由税务部门

统一征收各项社保费。国家积极推进社保费征收事权划归税务部门，试图通过发挥税务部门熟悉

企业账目的征管优势，切实提升企业社保遵从。然而，完成征收机构划转并不一定能彻底解决企

业社保遵从长期不足的问题。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税业务可能会对企业社保遵从产生不利影响。税

收作为企业重要的财务负担，税务部门征税强度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企业社保遵从发生策略性变

化，企业为了缓解因缴税而带来的财务压力可能会主动选择降低社保遵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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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税务部门税收业务与企业社保遵从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选择税收任务作为刻画税

务部门征税业务行为的重要度量指标。税收任务是税务机关在一定时期内组织税收收入的目标。

由于地方税务部门的税收任务既要受到上级税务部门任务分解的影响，又要受到地方政府的干

预，上级税务部门的任务分解导致地方税务部门税收任务的完成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地方政府

的干预则导致税收任务呈现出“层层加码”的状况，因而常常出现税收任务设定与经济税源间存

在较大偏离。而税收任务又作为长期指导税务部门征管工作的重要依据，在任务管制下，税务部

门的征税激励势必会加重企业税负。例如，税务部门征收“过头税”、突击核查企业缴税情况和

税收收入在年初实现“开门红”等违规行为，客观上加大了企业税负。且由于现阶段对社保费监

管水平较低，为税费替代的跷跷板效应提供了较大的制度空间，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社保逃费以缓

解财务压力。因此，企业为了缓解税收任务下的企业税负加重所带来的财务压力，可能会选择降

低社保遵从，表现为税费替代的跷跷板效应。随着社保费征收事权划归税务部门，考察如何优化

统筹税务部门税费征管水平、减少税费征管冲突，避免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税行为对企业社保遵从

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丰富了税费替代的相关文献。已

有关于税费替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使用单次税负变化作为政策冲击，进而观察企业社保负担的短

期变化［1-3］，对于税务部门长期以来的任务型征管激励的微观影响缺乏探讨。本文基于税收任务

视角，考察其对企业社保遵从的影响，以试图对现有研究进行有益的补充。其次，本文试图拓展

对于税务部门“依任务征管”危害性的认识。已有文献对此研究主要集中在损害税法的严肃性和

加重企业税负等税收领域。笔者发现，税务部门“依任务征管”的违规行为加重了企业负担，客

观上导致企业社保缴费违规。最后，随着社保费征收事权划归税务部门，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

重点关注了税收任务管理下的征税激励所导致的企业税费替代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由于经济运行的规范程度低、税务部门征管能力有限，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汲取能力往往低于

发达国家［4］。为了提升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发展中国家通过调整对税务部门的激励与约束，

确保税收收入足额入库，或是向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支付绩效工资［5］，或是增加税务部门办公机

构和人员编制等［4］。与之相类似，中国政府通过设定税收任务的方式约束税务部门的征税行为，

并依据税收任务的完成情况对税务部门进行业务考核。具体做法是先由各地税务局上报下一年度

的税收增长预测数，然后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政府根据年度法定的支出计划和其他因素确定下一

年度总的税收任务，并依据“基数+增长率”的模式，逐级分解和下达实际的税收任务。中国政

府选择税收任务作为税务部门的考评机制，植根于中国特殊的税制设计和财政体制。一方面，

“宽打窄用”的税制设计使得法定税负与实际税负之间存在巨大反差，税务部门的征管工作存在

很大的“征管空间”［6］，需要政府通过设定税收任务以激励税务部门的征税努力，实现实际税负

与法定税负的趋近；另一方面，在“以收定支”的财政制度下，各级政府为了确保当年财政支出

的稳定性，往往需要在每一个预算年度的年初，设定税务部门应当完成的税收任务，以满足政府

预算年度的支出需求［7］。从理论上讲，科学合理的税收任务能够提高税务部门征管的积极性，

要求税务部门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做到应收尽收，真正实现“依任务征管”与“依法征管”相统

一［8］，并不会对企业产生额外的税负。

然而现实情况是复杂的，税收任务的制定流程、“层层加码”的任务形式和税收任务的指令

性都会加剧“依任务征管”与“依法征管”的冲突，导致税务部门面临任务考评压力时用“依任

务征管”来代替 “依法征管”。第一，税收任务的制定流程往往缺乏科学性。在以收定支的财政

82



2023年第9期 （总第478期）

体制下，政府预算确定税收任务的目标。年初的目标设置很难精准预测当年经济的实际运行情

况，任务目标设定与经济税源的偏离加大了税收任务与税基增长之间的差异［7］。且税收任务一

旦形成便很难更改，税务部门不得不按照年初确定的税收任务继续执行。即便是当年经济形势不

景气或者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完成税收任务仍旧是税务部门征管工作的首要目标。例如，2008
年四川省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下，税务部门依旧完成了当年的税收任

务［9］。第二，“层层加码”的任务形式导致基层税收任务过重。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下，地方

税务部门税收任务的确定，既受到上级税务部门任务分解的影响，又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税务系统被划分为地税系统和国税系统。地税系统受地方政府直接管辖，其征

管行为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由于地方政府不仅承担了提供公共物品的财政事权，而

且还承担了组织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事权，结果造成了地方政府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存在不匹

配问题［10］，地方政府迫切需要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因此，基层政府设定的税收任务往往要

高于上级政府的税收任务，表现为“层层加码”的税收任务形式。第三，税收任务的指令性导致

税务部门必须完成当年的税收任务。税收任务作为国家预算的组成部分，每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

公布预算收入预计增长率指导了税收任务的制定。而一旦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预算收入预计增长

率经过人大批准，税收任务则具有一定的指令性和刚性。同时，税收任务也是上级税务部门考核

下级税务部门工作业绩的重要依据，地方政府往往会为完成税收任务的税务部门提供更好的办公

设备和办公场所，在评优评先中给予优待，甚至为超额完成任务的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提供一定的

“超收分成”作为物质奖励［7］，这调动了税务部门完成税收任务的积极性。

税务部门用“依任务征管”来代替 “依法征管”的征管行为，客观上会增加企业税负。如

前所述，在实际的征收业务中，税收任务的设定往往要高于税务部门在正常水平下获得的税收额

度［11］。当税收任务较难完成时，税务部门倾向于滥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对企业缴税行为进行

干预。一方面，部分税务部门向企业分解税收任务、征收“过头税”和以清缴补缴为名增加企业

税负；另一方面，部分税务部门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不到位，违规揽税收费，增加了企业享受各

种税收优惠的难度。例如，2020年国务院通报河北省景县违规征税摊派问题，指出该县存在部

分企业应抵扣的销项税额未抵扣等现象。显然这种“依任务征管”的征收行为增加了企业税

负［7，9］，破坏了“依法征管”的严肃性。事实上，中央针对税收任务执行的乱象进行了一定的整

治，并于 2014年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明确取消了税收任务。然而，在“宽

打窄用”的税制设计和“以收定支”的财政制度下，隐性的税收任务仍旧长期存在［8］，“全力冲

刺开门红，努力确保双过半”等口号屡见于各地政府公文之中，这说明税收任务仍然是地方政府

所尽力确保的关键财税指标。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由于税收征管的不断规范，企业纳税遵从度逐年提升［6］。社保费在征管机构、征管力度和

费率费种上存在很大的地区间差异，因而社保费存在征管灵活度高和政府干预力强等特点［12］，
社保费征管的规范性远逊于税收征管［13］。当企业面临来自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压力时，一个可

能的做法是选择策略性地降低其社保遵从［14］，表现为税费替代的跷跷板效应。在中国现行税费

体制下，税费替代的跷跷板效应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各项社保费累计缴费比率约

为工资总额的 30%［15］，构成了企业重要的人力成本和缴费负担。企业在遭遇税务部门税收征管

压力时，为缓解税负变化所带来的经营压力，企业有降低社保遵从的经济动因。第二，社保费征

缴体制存在一定的制度漏洞，造成企业容易选择策略性的社保逃费以缓解其自身税费负担。中央

决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16］。由于征收事权划转后各地主要采取税

务代征模式，税务部门主动加大社保费征管强度的意愿不足，且代征模式又存在税务部门与社保

部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17］，税务部门与社保部门难以形成征管合力。社保费征缴体制存在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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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漏洞客观上可能导致企业社保遵从不足。第三，税收任务所带来的税收征管压力对企业社保缴

费的影响还有其特殊性。税收任务重点关注地方税收利益，主要规定地方税和共享税的征收任

务。而在地方政府税收任务中，很多非地方税的税收收入是不包含在内的，如消费税和车辆购置

税［7］，社保费等非税收入更不包含在税收任务的范围内。事实上，地方政府对社保费征收工作

的考核对象主要是社保部门，税务部门仅负责根据社保部门核定的缴费额度征收，并没有实际的

考核压力［17］。因此，税收任务并不能同步提升税务部门对社保费等非税收入的征管强度，反而

可能导致企业在面临税收任务所带来的税收征管压力时，选择策略性地降低企业社保遵从。基于

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11：：税收任务对企业社保遵从产生负向影响。

现金流量是企业经营活动的“血液”，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金流量不仅影响着企

业的日常行为，如发放工资和购买原材料等，而且也影响着涉及企业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财务行

为，如融资和投资等［18］。因此，保证经营活动中的现金流量是企业维持日常经营和扩大再生产

的重要财务指标。现金流量作为企业内部的财务指标，也会受到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等企业外部

因素的影响。蔡伟贤和李炳财［1］指出，金税三期带来的税收征管压力会改变企业税负，从而减

少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现金流量。而本文所研究的税收任务也可能会沿着类似路径影响企业现金

流量。“层层加码”的税收任务加剧了税收收入目标增长率与经济税源的偏离，无疑加重了税务

部门完成税收任务的难度，会导致税务部门进一步加大税收征管力度，从而增加企业税负。税负

增加会使得企业现金流量减少，对企业经营和投资行为产生不利影响［1，19］。
企业为缓解税收征管带来的现金流量压力及因现金流量损失而附带的不利影响，一个可能的

做法就是降低企业社保遵从。由于社保支出构成了企业经营的重要成本支出，且社保费的征管规

范性相对不足，降低社保缴费成为企业弥补现金流量损失的重要手段。蔡伟贤和李炳财［1］与李

连友等［3］的研究也证实，当企业遭遇现金流量压力时，普遍会选择降低企业社保遵从。因此，

过重的税收任务很有可能加重企业税负，减少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现金流量，从而导致企业策略性

地选择降低社保遵从。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2：：税收任务通过加重企业税负和减少企业现金流量，进而降低企业社保遵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为了实证检验税务部门税收任务与企业社保遵从之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的企业数

据为 2007—2013年全国税收统计调查数据 10%的随机再抽样样本［7］。全国税收统计调查数据拥

有丰富的企业税费信息，且涵盖各种规模和行业类型的企业，克服了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上市公司

数据库仅包含部分行业和规模较大企业的局限性［20］。本文研究的时间窗口为 2007—2013年，由

于 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在名义上取消了税收任务，为了防止 2014年之后

的样本对基本结论的干扰，本文的研究样本截至2013年，最终得到435 391个观测值。

为了防止全国税收统计调查数据中因填写错误导致的异常值问题，本文进行了如下处理：删

除内容填写异常的样本，如企业年龄为负值等。参考李昊楠和郭彦男［21］的做法，删除企业层面

连续变量前后各 0. 1%分位数的样本，删除实际费率的极端值。由于法定养老保险费率为 20%，

本文参考赵仁杰和范子英［15］的做法，将养老保险费率大于 30%的企业全部删除。此外，为了使

整个样本期的行业具有可比性，本文将 2011年之后的新行业分类代码转换为 2002年版本的旧行

业分类代码。另外，本文选取了市级政府在每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般预算收入预期增长率

作为税收任务的代理变量，手动收集了 2007—2013年全国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中一般预

算收入预期增长率的具体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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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定义

⒈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保遵从（EPR）
鉴于养老保险在社保费中占 2/3［22］，是社会保险收入中的核心费种，本文选取企业养老保险

实际缴费率作为企业社保遵从的度量指标，企业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的度量方式为已缴纳养老保

险基金/职工工资。

⒉解释变量：税收任务（Task）
本文选取市级政府一般预算收入预期增长率作为当地税务部门税收任务的代理变量。这种做

法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税收收入是一般预算收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一般预算收入预期增长率可以近似地视为税务部门税收收入的目标增长率［7］。

⒊机制变量：企业税负（ETR）和现金流量（Cash1 和 Cash2）
本文选取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变动情况考察企业税负。在企业所得税计算过程中存在税基

优惠、税率优惠和税额优惠等多种类型的减免情况［23］，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能够受到企业较强

的干预，存在一定的“征管空间”。因此，本文选取实际应纳企业所得税额除以销售总额来计算

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另外，税负增加导致企业现金流量紧张，征管压力带来的财务困境使得企

业有动机通过降低社保遵从度来节约内部现金流量［1，19］。本文采取两种计算方法构造现金流量

指标：一种为经营现金流量除以总资产（Cash1），另一种为扣除养老保险支出后的经营现金流量

除以总资产（Cash2）。

⒋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两类控制变量。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为：实收资本（Capital），

用实收资本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年龄（Age），用样本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时间的自然对数衡量；

融资成本（Fcost），用财务费用/年初负债数量衡量。地区层面控制变量为：市级第二产业占GDP
比重（S_ratio），用市级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市级第三产业占GDP比重（T_ratio），

用市级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衡量；市级人口密度（Density），用总人口/市级总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衡量；市级一般预算收入（Revenue），用市级一般预算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市级

年末总人口（Ttp），用市级年末总人口的自然对数衡量。同时控制城市、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1，本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EPRijct = β0 + β1 Taskct + γXijct + μc + ηj + σt + εijct （1）
其中 i、j、c和 t分别为企业、行业、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EPRijct 为企业社保遵从；解释

变量 Taskct 为第 t年城市 c的税收任务。Xijct 为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所有控制变量；μc、ηj 和σt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jct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构建机制回归模型如下：

ETRijct /Cash1ijct /Cash2ijct = β0 + β1 Taskct + γXijct + μc + ηj + σt + εijct （2）
其中，ETRijct、Cash1ijct和Cash2ijct分别为企业税负和现金流量。其他变量如模型（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 1可知，企业社保遵从较低，均值仅为 5. 3%，

远低于同期法定养老保险缴费率，这意味着社保费征管部门的征管能力较为有限。而市级政府税

收任务总体较重，均值为 14. 0%。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要求税务部门完成年均增长 14. 0% 的税收

收入，税务部门完成税收收入增长的压力很大，容易加剧企业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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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 2报告了税收任务对于企业社保遵从的基准回归检验结果。其中，列（1）仅控制城市固

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2）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列

（3）在列（2）基础上加入地区层面控制变量。所有回归结果均表明，税收任务显著降低企业社

保遵从，这意味着税务部门所承担的税收任务目标越高，企业所承担的税负越重，越倾向于降低

企业社保遵从。以控制最为严格的列（3）为例，市级税收任务所规定的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

点，企业养老保险费缴费率下降 0. 015%，考虑到全国税收统计调查数据中企业的养老保险实际

费率均值为 5. 3%，市级税收任务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导致企业的养老保险实际费率平均下降

0. 283%。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三）内生性检验

为了准确估计税收任务与企业社保遵从的因果效应，需要构造合理的因果识别策略以规避可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EPR
Task
ETR

Cash1
Cash2
Capital

Age
Fcost

S_ratio
T_ratio
Density
Revenue

Ttp

观测值

435 391
401 009
286 019
394 993
394 993
426 869
431 905
367 270
422 154
422 154
422 785
422 935
422 679

均 值

0. 053
0. 140
0. 009
0. 060
0. 051
9. 121
1. 936
0. 024

48. 590
42. 750

643. 600
14. 440

6. 281

标准差

0. 072
0. 049
0. 301
0. 581
0. 586
2. 764
0. 733
0. 212

10. 320
12. 390

469. 700
1. 486
0. 681

最小值

0
0. 020

0
-6

-6. 688
0
0

-2. 000
15. 930

8. 580
4. 820
9. 944
2. 952

最大值

0. 300
0. 900
0. 400

17. 685
17. 638
18. 190

4. 025
9. 317

90. 970
76. 850

2 616. 000
17. 530

8. 120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Task
Capital

Age
Fcost

S_ratio
T_ratio
Density
Revenue

Ttp
年份/地区/行业FE

常数项

R2

N

（1）
-0. 020*** （0. 003）

控制

0. 040*** （0. 003）
0. 130

399 041

（2）
-0. 015*** （0. 003）
0. 007*** （0. 000）
0. 016*** （0. 000）
0. 000（0. 001）

控制

0. 040*** （0. 003）
0. 180

335 734

（3）
-0. 015*** （0. 003）
0. 007*** （0. 000）
0. 015*** （0. 000）
-0. 000（0. 001）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0. 000）

-0. 002*** （0. 001）
0. 009*** （0. 003）

控制

-0. 033（0. 032）
0. 179

330 243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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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参考田彬彬等［7］、白云霞等 ［9］与

马光荣和李力行［24］的做法，选取同一省内除了某地级市以外其他地级市税收任务的均值作为该

地级市税收任务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选取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由于各地级市的

税收任务主要来源于省级政府税收任务的分解，因而各地级市间税收任务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且

由于税务部门征管业务的属地性，因而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要求。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如表 3所

示。由表 3可知，在第一阶段回归中，IV与 Task显著正相关，且基于 Cragg‐Donald Wald 方法检

验了弱工具变量问题，检验结果均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工具变量方法的可靠性。在第二阶段回归

中，Task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税收任务降低了企业社保遵从。

（四）排除竞争性假说

⒈仅保留社保全责模式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保费征收模式都区分为社保部门征收模式和税务部门征收模式，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社保费双重征缴体制［17，25］。在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模式下，由于税务部门的首要任

务是确保完成税收任务，社保费征收只是税务部门附带的任务，且这两项任务存在竞争关系，即

都需企业承担税负。因此，在完成税收任务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税务部门可能会为了完成首要任

务而放松附带任务征管，表现为默许企业降低社保遵从水平，以确保企业税款能够足额缴纳。这

一假说的存在对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成立带来很大的挑战，为排除这一竞争性假说，本文按照仅

保留社保全责模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列（1）所示。结果表明，解释变量依旧显著

为负，这说明税费替代现象来自企业的自主操纵行为，而非来自税务部门选择性放松社保费征

管，这也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并不会受到税务部门主动放松社保费征管假说的干扰。

⒉剔除直辖市

直辖市税收任务的形成、分解、执行均与其他地级市有较大差异。直辖市在税收任务设定上

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现实而设定，因而“层层加码”的任务形式有所缓

解。为了排除直辖市可能带来的干扰，剔除所有直辖市的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4列（2）所

示。结果表明，解释变量依旧显著为负，这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并不会受到直辖市的干扰。

⒊剔除完全统筹模式

排除市级政府可能存在的放松征管的“道德风险”。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市级政府出于招商

引资的需要，可能会主动放松对社保费的征管，表现为社保费征管上的“逐底竞争”［12］。特别是

随着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提高，收支考核由市级转为省级，市级政府更有可能放松对社保费征

管，将社保费收支压力转嫁给省级政府［15］。具体而言，政府提升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主要有两种

模式：一种是完全由省级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统收统支的完全统筹模式；另一种是仍然由各市

自收自支，通过在省级层面建立养老保险调剂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收支缺口的部分统筹模式。显

然，对于市级政府而言，在完全统筹模式下，市级政府更有可能将养老保险征收责任向省级政府

转嫁，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对本文基准结论的干扰，剔除完全统筹模式的回归结果如表 4列（3）
所示。结果表明，解释变量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这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并不会受到干扰。

表3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    量

IV
Task

控制变量

（1）
第一阶段

Task
0. 936*** （0. 007）

控制

（2）
第二阶段

EPR

-0. 103*** （0. 009）
控制

变    量

年份/地区/行业FE
R2

N

（1）
第一阶段

Task
控制

0. 601
330 243

（2）
第二阶段

EPR
控制

0. 178
330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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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①

⒈更换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白云霞等［9］关于税收任务的度量方式，即考虑到税收任务完成的难易程度实质上

取决于税收计划与经济税源的偏离情况，而这种偏离情况可以用税收目标增长率与实际GDP增

长率之间的差额来衡量。两者的差值越大，说明税收计划与经济税源的偏离程度越高，税务部门

越难以完成当年的税收任务。回归结果表明，税收任务完成的难度越大，企业社保遵从越低。这

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⒉更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基准回归部分使用了企业养老保险实际费率作为企业社保遵从的代理变量。而税收任务

所带来的企业税负，对于企业其他险种也应产生同步的负向影响。本文继续使用其他险种实际费

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 2011年以后，全国税收统计调查数据中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不再分开列示，为保持数据前后的一致性，本文将 2011年的企业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加

总后计算 2011年其他保险的实际费率。为了更好地展示回归系数，企业医疗保险实际缴费率＝

已纳医疗保险基金/职工工资×100，企业失业保险实际缴费率＝已纳失业保险基金/职工工资×
100，企业其他保险实际缴费率＝已纳其他保险基金/职工工资×100。回归结果表明，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和其他保险的费率均显著下降。这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异质性分析和机制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⒈基于企业类型的异质性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税务部门所承担的税收任务越重，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策略性地降低企业

社保遵从。那么在社保费征管能力不足的现实下 ［17，26］，哪类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降低企业社保遵

从以缓解税收负担，如何优化社保费征管模式以缓解企业降低社保遵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税收任务与企业社保遵从之间的内在逻辑，并给出优化社保费征管模式的相关

政策建议。由于社保费征收部门征管能力不足，特别是社保部门长期缺乏熟悉企业账目的人才，

征管网点不足“激励充足但资源不足”等问题［26］。为了保证社保费的足额入库，社保费征收部

门往往选择“抓大放小”的征管办法，重点核查逃费可能性高的企业和重点费源企业［17］，这导

致企业间社保费征管力度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由于计算社保费应交数额的费基是职工工资总

额，因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有可能选择降低社保遵从以削减用工成本，这导致社保费征收部门往

往将有限的稽核能力运用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监管上。因此，当税收任务加重企业税负后，劳动

密集型企业由于受到社保费征管部门的更紧监管，逃费的难度相对较大，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受

①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示，留存备索。

表4　排除竞争性假说

变    量
Task

控制变量

年份/地区/行业FE
常数项

R2

N

（1）
仅保留社保全责模式

-0. 028*** （0. 007）
控制

控制

0. 125** （0. 063）
0. 152

134 201

（2）
剔除直辖市

-0. 006** （0. 003）
控制

控制

-0. 173*** （0. 030）
0. 188

277 097

（3）
剔除完全统筹模式

-0. 010*** （0. 003）
控制

控制

-0. 147*** （0. 034）
0. 198

229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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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保费征管部门的监管相对较松，更容易选择社保逃费。本文参考魏志华和夏太彪［27］的相关

做法，将劳动密集程度定义为企业员工数与固定资产产值之比的自然对数，并按照上下各 25%
位数将企业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回归结果如表 5列（1）和列（2）所示。

结果表明，税收任务会显著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社保遵从，而其中非劳动密

集型企业社保遵从下降得更多。

类似地，本文继续考察是否是重点税源企业在税收任务下企业社保遵从情况。由于重点税源

企业规模大，缴税能力强，往往也成为社保费征管部门重点征管的对象，本文参考席鹏辉和周

波［28］的类似做法，计算了企业应交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和消费税之和，并选择地区纳税总

额排名前后 30%的比例作为重点税源企业和非重点税源企业划分的标准。按照上述标准分别计

算重点税源企业和非重点税源企业的养老保险缴费的平均水平，发现重点税源企业的养老保险实

际费率平均为 6. 99%，而非重点税源企业的养老保险实际费率平均为 3. 73%。显然重点税源企业

也往往被社保费征收部门看做重点费源企业，并强化了对这些企业的监管水平。当税收任务加重

企业税负后，重点税源企业由于受到社保费征管部门的更紧监管，逃费的困难程度相对较大，而

非重点税源企业受到社保费征管部门的监管力度相对较松，更容易选择社保逃费。本文按照上述

划分方式将企业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列（3）和列（4）所示。结果表明，税收任务显

著降低了重点税源企业和非重点税源企业社保遵从，而非重点税源企业社保逃费现象更为严重。

上述结论说明，由于社保费征收部门征管能力有限，导致不同类型企业对税收征管压力的策

略性反应有很大差异，逃费可能性较大和缴税规模较大的企业更难选择逃费，逃费可能性较小和

缴税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容易选择逃费。这种针对特定类型企业的差异化监管模式，客观上加剧了

不同类型企业的税费负担差异。

⒉基于任务完成难度和保费征管模式的异质性

税收任务的完成难度也是影响企业社保遵从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税务部门完成税收任务

的难度越大，越会加大税收征管强度，企业则越倾向于选择降低企业社保遵从。因此，如何度量

税收任务的完成难度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税基税

源存在巨大差异，税收任务的数值大小也存在固有差异，直接比较税收任务在数值上的大小是不

能用来衡量税收任务完成难度的。本文试图给出一种新的税收任务完成难度的度量方式。由于各

地级市税收任务来源于省级政府税收任务的分解，省级政府税收任务可以成为本省各市税收任务

变化程度的参照。具体地，各地级市税收任务与其所在省份税收任务差距的年度变化，可以度量

税收任务的完成难度，本文将本年市级税收任务与其所在省份税收任务差距大于等于前一年市级

税收任务与其所在省份税收任务差距的差值的地区，定义为税收任务重的地区，反之则定义为税

收任务轻的地区。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度量方式，表 6给出了某省两个地级市A和B税收任务的

模拟数据与税收任务难度的度量。A市在 2007年和 2008年的税收任务（地级市一般预算预期增

表5　基于企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Task

控制变量

年份/地区/行业FE
常数项

R2

N

（1）
劳动密集型企业

-0. 011* （0. 006）
控制

控制

-0. 021（0. 138）
0. 186
51 315

（2）
非劳动密集型企业

-0. 028*** （0. 011）
控制

控制

0. 006（0. 100）
0. 181
48 210

（3）
重点税源企业

-0. 010* （0. 006）
控制

控制

-0. 037（0. 060）
0. 170

105 182

（4）
非重点税源企业

-0. 026*** （0. 006）
控制

控制

-0. 011（0. 060）
0. 158
87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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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始终大于B市，但考虑到A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B市，这种税收任务的差距并不能反映

A市的税收任务完成难度高于B市，因而通过每年各地级市税收任务与省级税收任务之差，再比

较差值的年度变化，可以更好地判断税收任务完成难度的变化。在表 6中，A市 2007年地级市一

般预算预期增长率减去省级一般预算预期增长率的差值为 0. 05，2008年的差值则为 0. 03，笔者

认为，A市 2008年税收任务相比于 2007年距离全省税收任务的差值变小，税收任务完成难度相

对降低。同样的计算方式，计算出B市2008年税收任务完成难度相对提升。

本文按照上述方式将各地级市每年的税收任务完成难度计算出来，并划分为税收任务重的地

区和税收任务轻的地区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7列（1）和列（2）所示。结果表明，税收任务

显著降低了税收任务重的地区企业社保遵从，而税收任务轻的地区企业社保遵从下降并不显著。

3. 基于社保费征管模式带来的企业社保遵从程度的异质性

1999年，国务院授权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可以在税务部门和社保部门间自主选择社

保费征管机构。在 2000—2001年间，全国有 14个省份选择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剩余地区由社

保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是按照是否需要社保部门核

定企业应交保费数额，又细分为税务代征模式和税务全责模式［17］。税务全责模式由税务部门自

主负责社保费征管的全部环节，税务部门可以借助税费本身的勾稽关系，以及自身征管能力较强

的业务优势，主动加大社保费征管强度［28］。相反地，在税务代征模式下，税务部门需要依托社

保部门先核定企业社保费应交数额，再根据社保部门核定的数额向企业征收社保费。税务部门处

于征管业务的从属地位，其主动提升社保费征管能力的意愿不强，且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间的信

息不对称导致税务部门的涉税征管能力难以向社保部门外溢，客观上增加了企业逃费的可能［17］。
这导致税务代征模式很难发挥税务部门参与社保费征管的优势。而单纯的社保全责模式也因为社

保部门征管能力不足而导致征收水平有限［29］。因此，本文根据社保费征收的不同模式，将企业

样本划分为税务全责模式和税务代征模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7列（3）和列（4）所示。结

果表明，税收任务显著降低税务全责模式和税务代征模式企业社保遵从，而在税务全责模式下，

企业社保遵从降低较为有限。这说明税务全责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税务部门税收征管压力

所导致的税费替代问题。

表6　税收任务难度的度量方法

地级市

A

B

年 份

2007
2008
2007
2008

地级市一般预

算预期增长率

0. 15
0. 14
0. 11
0. 13

省级一般预算

预期增长率

0. 10
0. 11
0. 10
0. 11

差 值

0. 05
0. 03
0. 01
0. 02

税收任务完成难度

A市2008年税收任务完成难度降低

B市2008年税收任务完成难度提升

表7　基于地区税收任务轻重和保费征管模式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Task

控制变量

年份/地区/行业FE
常数项

R2

N

（1）
地区税收任务重

-0. 024*** （0. 004）
控制

控制

0. 217*** （0. 046）
0. 177

196 216

（2）
地区税收任务轻

-0. 018（0. 013）
控制

控制

-0. 323*** （0. 069）
0. 187
95 192

（3）
税务全责模式

-0. 007* （0. 004）
控制

控制

-0. 537*** （0. 192）
0. 230
39 038

（4）
税务代征模式

-0. 017*** （0. 005）
控制

控制

-0. 022（0. 033）
0. 174

269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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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层层加码”的税收任务会加重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而选择

税务全责模式征收社保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社保逃费问题。通过对税务部门施加合理的

激励与约束，可以更好地发挥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的征管优势。由于 2019年后中央决定将

社保费征收事权全部划归税务部门征收，根据各地的划转方案可知，多数地区选择了税务代征模

式。因此，适时加强税务部门社保费征管能力建设，在时机成熟时推动税务代征模式向税务全责

模式转化，对于缓解税费替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机制分析：企业税负和现金流量对税收任务与企业社保遵从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税务任务确实影响了企业税负，进而企业选择策略性地降低企业社保遵从，

需要实证检验税收任务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实际应纳企业所得税额除以销售总额来

计算企业税负（ETR），回归结果如表 8列（1）所示。结果表明，税收任务确实显著增加了企业

税负，即企业税负有所加剧。本文采取两种方法构造现金流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8 列 （2） 和列

（3）所示。结果表明，税收任务增加显著导致企业现金流量紧张，使得企业不得不选择降低企业

社保遵从以节约现金流量。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税务部门税收任务对企业社保遵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准分析结果表

明，税收任务对企业社保遵从具有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税收任务导致企业

选择策略性地降低企业社保遵从主要表现在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重点税源企业，反映了社保费

征管部门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征管强度，导致受监管力度较弱的企业社保逃费更为严重；

另一方面，税收任务导致企业选择策略性地降低企业社保遵从主要表现在税收任务重的企业和税

务代征模式的企业。这表明税收任务的完成难度越高则越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企业社保逃费，而为

了缓解企业社保逃费，适时推进税务部门全责模式征收社保费可能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机制分

析结果表明，税收任务增加了企业税负，而企业为缓解税负压力所带来的现金流量压力，选择策

略性地降低企业社保遵从，表现为税费替代的跷跷板效应。具体地，市级税收任务所规定的增长

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企业养老保险费缴费率下降0. 015%。

根据上述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强化税法的严肃性，树立应收尽收的征管理

念和“依法征管”的征收原则，从源头上杜绝征收“过头税”等违法行为。要加强对经济运行情

况的合理预测，提升税收任务制定的科学性、规范性，优化税收任务的指导性，并根据当年经济

运行的实际情况调整优化税收任务的具体数额，避免经济税源与税收任务过分偏离。其次，要持

续加强社保费征管力度，拉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企业的征管力度，避免采取针对特定企业类型

的差异化监管模式，持续提升社保费征管的公平性。最后，在社保费征收事权划归税务部门征收

后，考虑到大多数地区选择了税务代征模式的现实，需要对税务部门制定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

表8　机制分析结果

变    量
Task

控制变量

年份/地区/行业FE
常数项

R2

N

（1）
ETR

0. 003* （0. 002）
控制

控制

0. 125** （0. 063）
0. 069

229 387

（2）
Cash1

-0. 058** （0. 025）
控制

控制

-0. 173*** （0. 030）
0. 012

314 207

（3）
Cash2

-0. 058** （0. 026）
控制

控制

-0. 147*** （0. 034）
0. 011

31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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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推动社保费征收模式由税务代征模式向税务全责模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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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ax Tasks on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Compliance 

REN Xing-yu1, LYU Wei2

(1.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2.College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The government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transfer of the power of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s collection from 
the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to the tax department. However, the transfer of collection institutions may not necessarily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long‐ term insufficient compliance . In this contex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eply explore the micro impact of tax incentives provided by the tax department under the task management system on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premiums, and analyze how to optimize social security premiums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tax department and reduce conflicts in tax‐premium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national tax survey data from 2007 to 2013 as the research object, manually collects the tax task 
data at the level of prefecture‐level city, and uses the fix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tax task of the 
tax department and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compliance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heavy tax task makes 
enterprises reduce their social security compliance, which is robust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ax task increases the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choose to strategically reduce social 
security payment compliance to alleviate the cash flow pressure caused by the increase of tax burden, which shows the 
seesaw effect of tax‐premium substitution. Specifically, for every 1% increase in the growth rate specified by the municipal 
tax task,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compliance decreases by 0.103%.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strategic redu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compliance caused by tax task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non ‐ labor ‐ 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non ‐ key tax source enterprises, which reflects the differentiated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tensity of 
premiums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On the other hand, enterprises’ 
strategic reduction in social security compliance caused by tax task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enterprises with heavy tax 
tasks and enterprises governed by the tax agency mode. This paper shows that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icro impact of the heavy tax task on the collection and payment of taxes and premiums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xpands previous literature in two aspects. Firstly, it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arm of tax 
departments’ “task‐based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adverse effects 
of excessive tax task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Secondly, unlike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uses a single change in tax burden as a policy shock to study the issue of short‐term tax and premiums substitution in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ocuses more on the impact of the tax task, which has a long ‐ term impact on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centives, on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premiums.
        This paper expands previous literature in two aspects. Firstly, it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arm of tax 
departments’ “task‐based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econdly, this paper focuses more on the impact of the tax task .
Key words：tax task；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compliance； tax‐premium substitution； corporate tax burden； cash fl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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